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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步云

历 史 回 眸 LISHIHUIMOU

从“法制”到“法治”，看似一个字的改动，
中国却走过了 20年的历程，“公民在法律上一
律平等”“罪犯也是公民”“实行社会主义法治”
“依法治国”“保障人权” ……这些今天的平常
提法，在中国当代法治史上却是经历了艰难曲
折的历程才被确立起来。
通过这些词汇背后的争论，我们看到中国

法治观念的前进步伐。

确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观念

《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发表后，有
读者写信给我说：“我很钦佩你，但是很担心你
被打成右派。 ”
改革开放初期，法学界有两篇文章影响很

大，都是《人民日报》发表的。 1978 年 12 月 6
日发表了我撰写的《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
等》， 稍晚又有乔伟的 《独立审判， 只服从法
律》。 这两篇文章标志着法学界的思想解放开
始了。

写这篇文章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系，
也和“文革”有关系。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
召开，人心思法、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情绪是
很强烈的。 大家开始突破理论禁区，以前不允
许谈的问题现在可以讨论了。我想一个新的时
代开始了，法学的春天到来了，就开始写《坚持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从构思到写完不到
半个月。
写这篇文章时，压力是有的，但是心里很

坦然。“文革”期间我看到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
个案太多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值得
突破，而且相对来说好突破一点。 法律平等问
题在 1954年的宪法中有表述，但是在 1975年
和 1978年的宪法中被取消了。
文章发表后，国内国外反响比较大，我收

到好多信件。 其中一封陕西农村邮来的信，给
我的印象很深。 字迹很好，可能是个知识分子
写的。他说“我很钦佩你，但是很担心你被打成
右派。”因主张法律上平等而被打成右派，并非
没有先例。 1957年“反右”运动，法学界弄了很

亲历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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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右派”。当时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
主张“砖瓦论”，说我们可以把资产阶级法律废
除，但是不能一点也不继承，就好像房子被推
倒，砖和瓦还是可以用的，结果被打成“右派”。
学者杨兆龙也是因为法律的继承性和平等问

题受到批判。
《红旗》杂志社主动请我用这个题目再写

一篇文章，我对杂志社理论部的编辑说，这个
题目你们要考虑， 因为当时理论界和人大、政
法部门中的主流看法是“公民”和“人民”有严
格区别，敌对势力是公民但不是人民，因此对
他们不能讲平等，所以“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
等”的说法就有点问题。 而且十一届三中全会
公报中用的是 “人民在自己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杂志社研究之后，还是决定和十一届三中
全会保持一致，使用“人民”这一概念。

这篇文章名叫《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比《人民日报》上的那篇长，是重写
的。 但《人民日报》上的那篇影响更大，外国的
一个记者发了通讯，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
法制上采取新政策的一个信号，当时供中央领
导人看的“大参考”登了他的通讯。

确立“罪犯也是公民”的观念

《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发表以后，全国
闹开了。监狱里边有人拿着《人民日报》说，“你
看，我也是公民。 ”
我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是从《坚持公民在法

律上一律平等》开始的，接下来我还写了《论我
国罪犯的法律地位》。 这篇文章的诞生有它的
偶然因素。 在一次民主与法制研讨会上，时任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做了主

题发言，说“文革”期间他被关在秦城
监狱隔离审查，这个关押高级政治犯
的监狱很有意思，它是公安部副部长
杨奇清负责建造的，但是第一个被关
进去的就是他自己。 邓力群说完这个
之后，又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很大的
震动。 他说他当时亲眼看到监管人员
为了惩罚被审查的人，故意污辱犯人
的事例。
这太不像话了，我决定要给罪犯

写一篇文章。 我找了我的朋友徐炳，
他此前在《光明日报》上就张志新事
件发表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
有 17 个省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 ，
他写这篇文章前征询过我的意见，就
这样认识了。 《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
位》这篇文章，以我为主，是我俩共同
起草的，刊登在 1979 年 10月 30日的
《人民日报》上。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罪犯也是公

民，他有很多权利，尽管剥夺了他很
多自由，但他的财产、他的人格尊严、
人身安全等都要受到保护。 文章发表我国著名法学家李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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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全国闹开
了。 监狱里边有
人拿着《人民日
报》 说，“你看，
我也是公民。 ”
该文 引 起

很大的风波。《人
民日报》、全国人
大研究室、 公安
部劳改局和我都

收到好几百封

信，有反对的，有
支持的， 也有点
名批评的。 全国
检察长会议在一个文件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两

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我的这篇《论我国罪犯
的法律地位》。 我私交很好的一个同学也在上
海《解放日报》上发了一整版文章批评我这篇
文章，不同意罪犯也是公民的观点。
后来，公安部劳改局办公室主任李均仁跟

我交换意见。 他说：“李老师你的文章写得好，
很多事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确实对我们有很大
的指导意义，希望你再写。”虽然前一篇文章已
经被高层批了，但后来我又写了《再论我国罪
犯的法律地位》，发表在 1980 年第三期的《法
学杂志》上。
为什么要写第二篇呢？第二篇有个核心的

观点，就是罪犯被剥夺政治权利以后，不是所
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当时法学界很多人认
为，一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所有的政治权利就
都没有了。我说，这是不对的，只有四项政治权
利没有了，其他政治权利是不能剥夺的，例如
申诉、检举、控告、揭发……直到执行枪决之
前，你都可以喊冤申诉，这个权利是不能剥夺
的。 这也是政治权利。
后来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友渔保了我，

他说：“李步云这篇文章没有错， 观点是对的，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顶多是说早了一点，现在
我们这些老干部的权利还得不到保障呢，别说
罪犯了。 ”

“社会主义法治”进入中央文件

1979 年， 我写过一篇文章陈述取消党委
审批案件的 9 条理由， 后来我参与起草的中
央 64 号文件明确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
制度。

1979 年，刑法、刑诉法等 7 部法律出台以
后，胡耀邦说，党内有些规定和这些法律有矛
盾，中央应该出台一个文件纠正以前的一些错
误做法。中央书记处就叫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推
荐人，后来决定让我来搞，具体内容要我调查
研究以后再定。 我个人做了一些调查，起草了
第一稿。
后来邓力群和我商量说，这个文件的起草

太复杂了，涉及到好多问题，要我再推荐两个
人，我就推荐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王家福和
刘海年，加上邓力群推荐的一个人，我们 4 个
人起草，由邓力群主持、滕文生参加，一共讨论
了 8次。 每次都是讨论完马上修改，第二天在
中南海里面的印刷厂打印出新稿。我记得最后
一次讨论前，邓力群告诉我说：“政治局马上要
开会讨论了，你们看看还有什么要改的？”我们
又修改了几个字，由我写条子告诉邓力群。
讨论过程中我们没有意见分歧。听说文件

通过以后，最高法院党组全体鼓掌，这是从来

1978 年 12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步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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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的事情。 当时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到处
讲，“我认为这个文件是建国以来，甚至是建党
以来，关于政法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最深
刻的、最好的文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
这个文件名叫《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

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也叫“64 号
文件”，1979年 9月 9日颁布的。

64 号文件的突破有几个： 官方文件中第
一次使用“社会主义法治”一词，这是有意识地
使用“治”而非“制”字；此外，取消“公安六条”
中的反革命罪和恶毒攻击罪，还宣布已摘帽的
“地富反坏右”和公民享有一样的平等权利；此
外，明确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在建国后到 1979年的 30年时间里，判 3～

5年以上刑期的稍微严重些的案子， 必须经当
地党委讨论通过以后， 检察院才能盖章批捕、
法院才能判决。 在接到 64号文件起草任务之
前，1979年 3月 6日，我就写过一篇 2000字的
文章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陈述了取消党委
审批案件的 9条理由。 不久以后，《人民日报》
就用“大参考”把这篇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 我
跟邓力群说这个

内容应该写进文

件，他说“你去调
查一下。 ”
在 最 高 法

院， 接待我的是
研究室主任鲁明

健和一个姓范的

庭长， 我说准备
取消党委审批案

件制度， 征求他
们的意见， 他们
说当然很同意 ，
但是最好是由学

者提出来，“由我
们法院提， 别人
会说这是向党要

权。 ”在最高检的

党组扩大会议上，我提出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
制度，也获一致同意。
在起草文件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支

持了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决定。大概是天津清
河县，几十人开党委扩大会议时抱怨说，现在
是秋收大忙的时候，事情很多，党委会还得一
件件地审批案子，这个事情值得考虑。 有位参
会的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个内参，胡耀邦和主管
政法工作的彭真都批了，说要不要保留党委审
批案件制度值得研究。当时我们在中南海起草
64号文件，这个内参批件也印发给我们了。
这就是 64号文件起草的大致经过。

从“法制”到“法治”

1979 年 9 月，我和王德祥、陈春龙撰写了
《论以法治国》，法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第一次
明确提出要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并从理论和
实践上做了系统论述的文章。

1979 年 9 月，我和王德祥、陈春龙撰写了
《论以法治国》，从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两个方
面详细论述了要在我国实行以法治国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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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8 月，李步云（左）在全国人大法制讲座上讲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讲座开
始前同李鹏委员长交谈

（早期，学术界常用“以法治国”，后期改为“依
法治国”———编者注）。当时中国社科院在北京
举办了有全国 500 多位学者参加的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型研讨会。这篇文
章就是为这次会议所撰写。 我还在 9月 30 日
的分组讨论会上就此做了口头发言。法学界普
遍认为，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我国实行依
法治国，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了系统论述的文
章，从此开始了“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
这三大派的激烈论争。“结合论”的观点是，“人
治”和“法治”都有必要，两者应结合起来。 “取
消论”这一派则认为，“人治”与“法治”是西方
的一种提法，不科学，有片面性，有副作用，“我
们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就行了。 ”

1980 年初，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在北京市
高级法院的一个小礼堂里，举办了全国第一次
“人治”与“法治”专题讨论会，有将近 400 人参
加。当时安排了 12个人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
董必武的秘书陶希晋，董必武八大的讲话就是
他起草的。他很鲜明地说，我们要搞“法治”，不
搞“人治”。
陶希晋的地位很高。 他一定调，我很尊敬

的一位主张

“结合论 ”的
老师，本来被
安排了要发

言，他却突然
取消讲话。我
怎么动员他

也不讲了。我
最后一个发

言 ，批 “结合
论”， 讲到半
截的时候，会
场中间就有

人站起来，打
断了我的话，
说：“老李，你
们几个不正

派，为什么把
自己的观点硬塞进中央文件？ ”他是我的一个
好朋友。我说，你不要误解，当然我们四个起草
人的观点倾向于以法治国，但是这个文件在中
南海前前后后进行了八次讨论，前后两个月征
求过很多人的意见， 再由政治局正式通过，不
能说是把我们个人的观点硬塞进了中央的 64
号文件。
不过，当时包括负责中央政法工作的个别

领导中，也有人反对“法治”这个提法，认为提
“社会主义法制”就可以了。

1996 年 12 月，由田纪云带队，全国人大
在深圳组织了一个高级研讨班，参加这次会议
的，除了各专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还有各省市
的省人大主任和秘书长，共 200余人。 会议请
我、厉以宁和吴家麟三个人做主题发言。 吴家
麟讲宪法，厉以宁讲经济改革，我讲依法治国。
我是 12月 8日讲的，讲完以后就回北京了。第
二天就有人告诉我，有个领导发言不同意“法
治”的提法，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这 16 个字已经很全面了，有动
态的有静态的什么都有了，为什么一定要提三
点水那个“治”？

历 史 回 眸 LISHIHUI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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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2 月 8 日， 王家福代表我们课题
组在中南海为政治局讲法制课，用的还是原来
定的题目：《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十五大召开前
夕，我和王家福、刘海年商量，必须通过这次党
代会把“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为此给中
央送了几份材料， 其中一份就是江泽民同志
1989 年 9 月 26 日的一段话，即“我们绝不能
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
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
定遵循法治的方针。 ”
三大派论争了近 20年，一直到 1997 年十

五大召开才基本结束。 十五大报告起草时，还
有人写信反对把“制”改为“治”。但中央最后采
纳了学者的建议，将“制”改为“治”。
在 1979 年以后的近 20 年里， 我写了 20

多篇专题论文，全面阐述了以法治国的科学内
涵、重大意义和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并回答
了“结合论”和“取消论”的种种质疑。后来我写
过一篇文章回顾三大派论争这段历史，题目是
《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关于法制
与法治的区别，我将它概括为三条：首先，法制
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律制度是相对于一个国
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制度来说的，而
法治从来都是相对于人治来说的，没有人治就
无谓法治，相反亦然。 其次，法律制度包括民
法、刑法等一套法律规则以及这些规则怎么制
定、怎样执行和遵守等制度；法治与人治则是
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原则，即国家的长治久
安不应寄希望于一两个圣主贤君，而关键在于
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和制度，这些良好的法
律还应得到切实的遵守。 再次，任何一个国家
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
一定是实行法治。

“以法治国”第一次进入党的文献

1980 年， 署名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里程碑》 总结了审判
“四人帮”的经验，这是中央书记处代表中央写

的，其中有一段话：审判“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
的精神”，这是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用“以
法治国”这一概念。

1980 年 7 月， 由于中共中央法律事务多
起来了，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向中国社科
院法学所要人，说需要一个懂法律的人才。法
学所的领导跟我谈话， 说决定把我借调到中
央书记处。 邓力群此前曾经领导我们起草过
64 号文件，对我比较熟悉，但是他有一个规
矩，调人之前先得看一两篇文章，觉得行再调
人。 他看的就是 1979 年我发表在《红旗》杂志
上那篇关于法律上平等的文章， 看了之后说
可以调我。 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工
作了一年多。
我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期间，开始审判林

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很大一件事情，
彭真提出来， 要书记处代表中央写一篇文章，
总结一下审判“四人帮”的经验。我具体负责这
篇文章的撰写工作，写的过程中我提出最好再
找一个人合作，邓力群同意了。 于是我又邀请
了同事王家福共同执笔。 在起草过程中，滕文
生参与了讨论，最后由林涧青和邓力群定稿。
这篇文章名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里

程碑》，发表于 1980 年 11 月 22 日，署名为人
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总结了审判林彪、“四
人帮”反革命集团贯彻的五条原则：司法工作
的独立、司法工作的民主、实事求是、革命人道
主义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文章中还有
一段话：审判“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
这是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用 “以法治国”
这一概念。

“人权”入宪

应该讲，我们和资本主义的人权观点是有
区别的，但我们社会主义也要讲人权。
在写作《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后很长

一段时间， 我没有再写关于人权问题的文章。
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 1991 年， 舆论界都一致
反对人权这个概念，说这是西方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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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我们社科院法学所接受了两个
任务：一个是批判人权，一个是批判无罪推定。
所里分配给了几位同志。 有趣的是，吴家璠是
第一个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要借鉴西方无罪
推定的人，现在他的任务是写文章来批无罪推
定。 批人权问题的文章叫王家福、我和信春鹰
三个人撰写。我们三个人开会，我说，我有个条
件，不能再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判断，否则
我就不参加了。 应该讲，我们和资本主义的人
权观点是有区别的，但我们社会主义也要讲人
权。王家福说行，他同意。先由信春鹰写了二万
多字初稿。后来这稿子和批无罪推定的文章都
没有发表。 在那个气候下这样的文章不好写，
就有意拖掉了。

1991 年初，中央出了 16 个题目，后来又
加了 3个。这 19个题目中包括：苏联是怎么发
生变化的，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共和国际
共运有什么影响，怎样看待民主、自由、人权问
题，等等。 中国社科院接受了一批任务，其中
我、王家福和刘海年负责人权课题。 我们先成
立了一个课题组， 到 1992年又正式成立中国
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 王家福任主任，我
和刘海年、刘楠来是副主任。 在人权研究中心
举办的第一次会议上，有外交部等好几个部委
派人参加，影响很大。
接下来我们就写了一系列报告，给中央提

建议，比如说：什么是人权、社会主义要高举人
权旗帜、怎样区分人权问题和干涉内政的界限
等等。那以后我们到过南亚和北美一些国家考
察人权， 前后给中央写了六十多份内部报告，
对中央制定政策起了一定的影响。

1998 年 8 月 29 日，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律讲座前与当时的李鹏委员长交谈，他是表
示“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我们社会主
义国家也讲人权”的中央领导之一。在这前后，
有其他中央领导也开始讲，人权不是资本主义
的专利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讲人权。
人权入宪前，全国开了 6 个座谈会，其中

一个座谈会有 5位宪法学家参加，我、张庆福、
许崇德、韩大元和徐显明。吴邦国主持会议，许

崇德年纪最大，先叫许崇德讲，他不讲。后来点
了我，我讲了四个观点。
我主张人权入宪，徐显明稍后在发言中也

讲了这个问题。 当时就有人反对，说为什么一
定要写人权？ 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也只是一部
分国家把人权写进了宪法，我们的宪法已经把
公民的权利写得很详细了，没有必要把人权再
写进宪法。 后来中央还是采纳了学者的建议。

2004 年宪法修改后， 中央电视台做了一
期 50分钟的专题，节目总结这次修宪的精神，
我应邀在其中讲了几个问题， 包括人权入宪。
我讲了这样几个理由：第一、12 年以前，我们
还说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现在很多干部不敢
谈人权， 写进宪法以后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思
想；第二、写进宪法有利于给人权以制度上的
保障，促进制度革新；第三、有利于在国际上提
高地位，提高我们的发言权；第四、人权是人人
应当享有的权利， 不限于宪法规定的权利，法
律不规定公民不一定没有，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范围要广，把人权这个总的概念写进宪法比较
科学，有它的特殊意义。
把人权写进宪法的主张后来被采纳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法学所研究员，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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